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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1937年底──1949年

⊙ 梁家貴

 

有關江青進入延安、與毛澤東結婚以及婚後生活的評述，多少年來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應

該說，這些評述中的相當一部分存在著「先入為主」之嫌，具體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為作為觀察基點的，故很難用」深刻、全面、客觀「加以形

容。鑒於此，本文將根據所掌握的資料，截取江青及其與毛澤東婚姻史上的一段，即1937年

底江青進入延安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期作為考察時段，對江青入延安的動

機、與毛澤東結婚及其婚後生活等相關的各種觀點進行綜合分析、評介，並闡述筆者的一點

看法，為深入開展對江青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江青入延安的動機

1937年8月下旬（這是林克的看法，有關江青到達延安的具體時間還有其它看法：葉永烈認為

是8月上旬，而李敏則含糊地稱為1937年末），藍蘋（江青在上海時的藝名）從上海經西安來

到延安。藍蘋為甚麼要投奔延安？

一種觀點認為，江青為政治目的而去的延安，「有人說，江青到延安就是懷著政治野心，她

有明確的目標，攀登西北的最高峰」1。

第二種觀點則強調情感的因素，這種觀點以葉永烈為代表，「至於江青為甚麼要從上海投奔

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當時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時代大潮，還有一個鮮為人知

的原因，那便是黃敬去了延安！……雖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對黃敬畢

竟還是有很深的感情。」2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失之偏頗，就第一觀點而言，作為當時的一名演藝人士更多地考

慮的是自己的生計以及名聲等問題，不可能會有甚麼政治野心，而且，這種觀點主要出現在

「文革」結束不久，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江青在「文革」時期所作的罪惡的極大痛恨而得出

的，因此含有更多的感情成分；就第二種觀點而論，情感的因素不會促使她千里迢迢、歷盡

艱苦投奔延安，而且，身處上海的藍蘋也不可能得知尚在北平工作的黃敬會在1937年4月去延

安參加中共的蘇區代表會議。

應該說，當時江青投奔延安的動機主要還是出於一種追求，這種追求就是民主、自由以及光

明。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

其一，青年時代的江青在思想上追求進步、崇尚自由。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俞啟威被

捕的當年，來到上海。2、3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最為開放的城市，各種新思潮、新風尚都率先



在這裏出現，而追求進步、崇尚自由則是其中的主流思潮，江青身臨其中，不可能不受影

響。她在陶行知創辦的上海一所學校作過教員，並隨後成了「左翼教聯」的一員，參加過一

些進步、愛國的政治活動，被捕蹲過牢獄（1934年10月，江青被捕入獄，在獄中填寫了自首

登記表，兩個月後由上海女青年會保釋出獄）。1935年後，江青先後進入電通影片公司、聯

華影業公司。進入演藝圈後，江青曾發表〈為自由而戰犧牲〉、〈悼魯迅先生〉、〈再睜一

下眼睛吧，魯迅！〉等具有新潮思想的文章，主演話劇《娜拉》、《大雷雨》和電影《自由

神》等具有明顯進步思想的劇作品。這說明江青同廣大的上海新興青年一樣具有追求民主、

崇尚自由的思想，也就使得江青有可能接受中共的各種政治宣傳，也就有可能使她能夠動身

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當然，江青的上述作品曾在「文革」結束後一段時間裏被作為批判其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依

據。例如〈為自由而戰犧牲〉一文，通過對美國歷史學家房龍有關思想的分析，文章表達了

作者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願望，「真是怪事，世界上沒有一樣有生氣的東西是不喜歡自由

的，尤其是稱有萬能的人類，有時竟為爭自由犧牲了性命。……因為過去的許多事實，已經

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爭自由的記錄。」文中作者的思想是顯而

易見的，但卻遭到了一些先生們的批判，「江青在這裏販賣的資產階級觀點，宣稱『人類的

歷史，實在就是一部爭自由的記錄』，抹殺自有階級以來的社會歷史是階級鬥爭史，反對馬

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它如〈悼魯迅先生〉、〈再睜一下眼睛吧，魯迅！〉等作品成為

批判的對象3。

其二，抗戰的影響。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呼

聲。具有進步思想的廣大青年更是滿腔熱情、奔走呼號，主張建立抗日民族戰線並為之進行

不懈努力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為了他們最為向往的充滿民主、自由以及光明的聖

地。張國燾曾回憶到：「……很多的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隊，不斷的步行而來。……他們

都把延安作為革命聖地，他們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相當大的反感。他們主要指責國民黨對

日不抵抗，也不容納他們有參加抗日的機會，因此他們寄希望於中共。」4上海等大城市的文

藝界人士來到延安的尤為眾多5，而當時的藍蘋（即江青），「能夠吃苦，至少她反對日本人

的侵略……。」這就使藍蘋能夠象其它熱血青年一樣敢冒風險、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同時，

據徐明清回憶，青年時期的藍蘋性格活潑、個性強、愛爭強好勝，這從她在上海的作為以及

她的幾次婚變上都可以看出來，因此R．特里爾稱：「在30年代後期到達延安的青年中，藍蘋

的意志力是出類拔萃的……。」6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下，加之具有如此的性格，藍蘋動身前往

並長期留在延安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江青入延安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換句話說，江青入延安的動機中也含有其它的成

分。

林克──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曾多次聽毛澤東講起與江青的婚姻過程，而且看過不

少相關資料，「我不瞭解她們婚姻的全過程，但看過不少文章，聽不少老幹部談論過，也曾

聽毛澤東和江青親自同我談過一些，還有我自己的觀察和感受。」他分析到，「她在上海的

演員生涯也並不順暢，和唐納的婚姻又鬧得滿城風雨，使她在上海也不好存身，只好另謀出

路，也不排除她有找靠山的思想，但起初不一定有明確的目標。」7特里爾也說：

「藍蘋對唐納來說是太強了，她的野心膨脹得連戲劇也容不下她。她的下一個男人必須無比

強大，她的下一個專業領域要使她超出言語和形象，超出觀眾那稍縱即逝的感情，她要真正



控制大事情。她親口說過：『不要忘記，美麗不如權力重要。』」8

「然而，她同時也希望自己成為眾人注目的中心。她的一些朋友感到，藍蘋好象已經決心在

共產黨的活動中扮演一個角色，而不是純粹的藝術上的角色。唐納曾對他的一個朋友說：

『瞧吧，她就要離開上海了，一旦決定下來，她就會想辦法在延安釣一條魚』。」9

應該說，按照江青的性格並聯繫到其在上海當時的處境，林克、R．特里爾等人論及的有關江

青入延安動機中含有的其它成分的看法是經得起推理的，是能夠成立的。

二、與毛澤東結婚

1938年秋，江青與毛澤東結婚。當然，這個結婚時間只是一般被采用的籠統說法，據葉永烈

考證，具體時間為1938年11月19日10。在與毛澤東結婚之前，江青曾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

是在1930年，主要是為了生活而與一名姓費的青年結婚，此次婚姻很不成功，僅維持了幾個

月；第二次是在1932年-1933年間，與俞啟威同居；第三次是在1936年，與唐納結婚，並由此

演出了轟動一時的「六合塔婚禮」事件（其它兩對分別是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

鵑）。

僅從江青上述幾次婚變（另外，按照葉永烈等人的說法，江青為達到在演藝界出人頭地的目

的還曾與章泯短暫同居），依此能否得出其工於心計、玩世不恭、生活放蕩的結論呢？顯然

不能！這是因為：

其一，在當時競爭激烈並且不講究任何游戲規則的上海演藝界，象江青這樣儘管受過科班訓

練但是沒有任何背景的演員如果不采取某種不正當的手段是很難站住腳跟的，即使出了名，

也很容易被各種勢力扼殺。在當時，捏造、散布桃色事件是對付演員尤其是女演員殺傷力最

強的武器之一，正所謂「人言可畏」，阮玲玉之死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嗎？理應受到譴責

的是那個時代，對於演員這些受害者，當代的人們應該予以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其二，至於江青的生活作風問題，這應該與民國初期的社會風尚聯繫起來考慮。在這一時

期，廣大中國人尤其是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的生活觀念較過去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們崇尚自

由、強烈要求張揚個性，而追求愛情以及生活的幸福是其中一個重要體現。正因為如此，易

蔔生的《娜拉》才會在中國人尤其是廣大青年中間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徐志摩、郁達夫等

人的個人生活態度、生活方式才能夠被理解。作為當時一名新潮青年──江青的生活中出現

幾次婚變是不能作為其玩世不恭、生活放蕩的依據的，進一步說，是不應該遭到斥責的。

對於江青與毛澤東結婚的評介，僅從兩人家庭生活角度看，大致可以歸納成四類觀點：

（一）相互利用論。這種觀點認為江青與毛澤東的結合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礎，二人都是為了

利用、欣賞對方的某一方面：對江青而言，她所看中的是毛澤東的權力；對毛澤東而言，他

看中、欣賞的是江青的出眾的自然條件和巨大的名氣。例如：

「也就是說她沒有愛過毛澤東，她與毛澤東的結合是為了實現她的政治野心。有人說，江青

長得比較出眾，她年輕、美麗、充滿魅力，在延安人們把她當明星。她戲唱得好，名氣大，

因此，她得到毛澤東的喜歡」11。

（二）結局論。這種觀點特別注重江青與毛澤東結婚後對毛澤東生活尤其是其晚年生活的影



響。例如：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1938年秋，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澤東同

從上海到延安抗大學習的江青結婚。這次婚姻上的錯誤選擇，給毛澤東後來的生活，特別是

他的晚年生活帶來極大的不幸」12。

「作為下一代人，我只關心她和我爸爸之間的事情，作為爸爸的夫人，她應該給爸爸帶來幸

福，最起碼能讓爸爸在晚年感到充實，然而事實恰恰相反」13。

（三）情感論。這種觀點實際考慮的是作為局外人是否從感情上（這種感情主要來自於對那

位久經考驗、身世坎坷的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的同情）認可江青與毛澤東的婚姻，同時

也考慮到兩人各自的婚姻體驗：

「毛輕快地──如果不是沒有困難的話──開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中央委員會就此事

進行過爭論。這位滿身衝勁的女演員是甚麼人？有沒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難道說一位參加過

長征的老戰士、一位三個孩子的母親就應該把房間讓給她嗎？

……夢幻時期過去了。一個人可以不再接受一位女英雄的愛，以一位新來的女演員取代為自

己生了孩子的母親。難道毛忘記了長征的歲月？

可以肯定地說，這樁婚姻帶來了興奮：毛，一位農村來的孩子，熱愛中國的傳統，正置身於

政治與戰爭之中。藍萍，一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員，不知道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一隻在上海文

化界的溫室中飛來飛去的蝴蝶……。」14

（四）事實論。這種觀點以既成事實為考察對象，尊重兩人的選擇，並綜合了分析當時所處

環境中存在的各種條件：

「他們的結合主要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個人的處境及性格有關。不論出自那一方的主動，畢

竟是雙方的相互選擇。……毛澤東因為賀子珍的出走，感情上感到寂寞和孤獨，需要一個溫

柔的女人來體貼和慰籍；江青則需要一個剛強有力的男人做依靠」15。

上述前三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對兩人婚姻的看法，均有可取的地方，但是也不乏偏頗

之處：第二、三種觀點僅考慮到局外人的感受，甚至聯繫到二人晚年的婚姻狀況，沒有考慮

到二人當時所處各方面的境況；第一種觀點倒是考慮到二人各自的不同層次的需要，但又不

過是表面的泛泛分析，並且更多地帶有感情色彩和誇張的成分，很難服人。眾所周知，當時

的共產黨剛剛結束長征，被困於西北一隅，尚被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報紙罵作土匪，客觀地

講，與毛澤東結婚非但算不得甚麼榮耀，或有甚麼政治野心，而且還要擔當一定的風險。另

據李銀橋稱，直至1946年，當時的中共的處境已遠非江青入延安時可比，即使如此，來自北

平的一名女學生還看不上前程未卜的毛澤東一家，拒絕了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求婚，也受不

了延安的艱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並且在報紙上寫文章辱罵延安16。可見第一種觀點是

站不住腳的。相比之下，本人認為第四種觀點更客觀、更能為人所接受。

另外，就第四種觀點而言，需要作進一步補充的是，這一時期的江青從各方面來看均比較突

出，並非如「文革」結束後很多文章所說的一無是處：

其一，延安時期的江青在思想上是要求進步的。這一時期的延安，各方面的條件都很艱苦，

同時，中國共產黨的處境還十分困難，奪取全國勝利只是一種理想和信念，因此有相當一部



分來自大城市的人士因不堪忍受而相繼離去。江青「在30年代後期到達延安的青年中，……

意志力是出類拔萃的。但是，她沒有甚麼政治背景、也沒有政治經驗」，17即便如此，她還

是堅持留了下來，從中可以看出她當時的信念和思想水平，因而也得到了黨內有關人士很好

的評價。正如林克所言：「當時，延安的條件還是很艱苦的，江青能到延安並堅持下來，具

有的抗日愛國的進步的追求還是應該肯定的。」18李銀橋也說：「那時的延安，生活環境异

常艱苦，鬥爭形勢也很嚴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離開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這個時候來到

延安，堅持下來了，還是應該肯定的。」19

其二，這一時期的江青能夠和一般群眾打成一片。當時從大城市來到延安的人士儘管滿懷救

國熱情，但卻很難同群眾打成一片，正如周揚回憶：「他們沒感覺到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

代，沒感覺到有一個要熟悉面前這些新對象的問題。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

頭腦簡單……。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

子還蠻大的。」20江青並非如此。據李銀橋稱：

「那時，她（即江青）比較能接近群眾，給工作人員剪頭髮，講點是文化科學知識，教教針

線活等。行軍路上能搞點小鼓勵，有時還給大家出謎語。有個謎語如今我還記得清：『日行

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親生兒子不同姓，恩愛夫妻不同床。』謎底是『唱戲』。

……她不再長髮披肩，梳成兩條辮子，在腦後盤成一個髻。……女青年喜歡叫她幫助梳妝，

她也樂於幫助別的女孩子，……」。

其三，據毛澤東當年的警衛員李銀橋回憶，江青還擁有一些獨特的優勢：

首先是她的容貌。 「那時，江青長得還是比較出眾，頭髮烏黑濃密，系一根發帶，發帶前蓬

鬆著一抹留海，發帶後面，曾經留過辮子，曾經讓頭髮像瀑布一樣披挂到肩際，眉毛彎彎

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緊了嘴唇的時候還是別有一番動人

之處。」 可以看到，青年時期的江青具有相當的魅力。

其次是她有表演及其它才能。「她會唱戲，……但在延安，在陝北，我們那時把她當明星看

待。她唱戲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漁殺家》，中央首長很喜歡，毛澤東也喜歡。她字寫得

好，也能寫文章，特別是楷書寫得好。」 這些才能很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最後是她的性格。延安時期的江青一方面能夠比較文靜，「江青不愛打槍，愛打撲克，織毛

線，她織毛衣織得很好，能織出各種花樣，會剪裁衣服，自己動手做，做得很漂亮」；另一

方面又表現得相當的好動、潑辣，「江青喜歡騎馬，馴烈馬，越凶越愛騎。」這種性格既可

以做家庭主婦，又能適應戎馬倥偬的生活，足以得到革命領袖的歡喜21。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江青能夠與毛澤東結婚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最終形成的，但

需要強調指出的一點是，當時的江青在各方面的條件都是很不錯的，正如李銀橋所說的：

「那時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許多首長都是在這批女青年中選擇了自己的終

身伴侶。作為全黨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樣眾多的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個壞得一無是處的女

人結婚。我們的黨也不會同意自己的領袖同一個壞透了得女人結婚。」22

三、婚後生活



據稱，江青與毛澤東的婚事遇到了來自於黨內外人士的阻力。葉永烈說：「江青和毛澤東戀

愛的消息傳出後，反對者大有人在。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

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

尊重。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23從各方面有關資料

看，江青與毛澤東的婚事的確在黨內引起了爭論，至少進行過研究、討論。例如，R．特里爾

稱，「中央委員會就此事進行過爭論」，「鬥爭很艱苦。像周恩來、劉少奇這樣的人物都感

到不能太支持藍蘋，他們給當時上海黨的領導人發電報，要求澄清藍蘋在上海的表現。上海

方面答復說她被懷疑是國民黨的『秘密代理人』」24；李銀橋也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

經政治局批准的」25。應該可以理解，作為已基本確立在黨內領袖地位的毛澤東的婚事已不

僅僅屬於個人行為，經過黨組織的討論、研究是必要的。當然，無論是討論、研究還是爭

論，其結果是相同的，即同意江青與毛澤東結婚，所不同的是，在江青婚後的生活尤其是政

治生活是否受到黨內限制上存有分歧。

一種觀點是党對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規定。R．特里爾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

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

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

治。」

「女人少的地方，女人權力就大。」尼姆．韋爾斯在調查了延安的社會情況後發表了這個看

法。然而對藍蘋來說，這個定義不確切。藍蘋沒有權力，她只能做毛澤東的不出聲的媳婦

兒。「藍蘋不屬於女將之列，黨不同意她在政治上起作用。黨給了她兩條約束性的規

定。」26

有關党對江青作出的限制性的規定，流傳最廣的還是所謂的「約法三章」。據葉永烈考證，

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

「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參政；二、不准出頭露面；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

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只能稱『江青同

志』，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

和事務。」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後來又譯作《紅都女皇》）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二十

年或一生之間，江青只能專心家事，不准干預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萬秋在其所著《江青前傳》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

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



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

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

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臺灣方面公布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只是尚未見到公

布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

是憑藉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

葉永烈指出：「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

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制。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

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27。

第二種觀點是否定所謂「約法三章」說。毛澤東當年的衛士長李銀橋持此觀點，他在權延赤

著《衛士長談毛澤東》一書中說：「還流傳甚麼『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

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麼。」28在《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一書

中，李銀橋再次否定「約法三章」，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經政治局批准的。社會上盛

傳的『約法三章』，我沒見過哪個人出面作證。總之，世界上沒有未卜先知的神仙，30年後

就能知道江青要禍國殃民。就我所見，是毛澤東不允許江青插手政治大事。」

從考證學角度看，上述兩種觀點均依據第二手資料，或推斷，或憑回憶，或采用別的書上的

觀點甚至道聽途說，因此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不過，筆者認同第二種觀點。從常理推斷，李

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所見所聞應屬真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下面的兩個方

面也可以對李銀橋的觀點作進一步的印證。

第一，「約法三章」說與情理不合。從邏輯學角度看，凡事必有因，中共既然制定所謂『約

法三章』，也就是對江青及其歷史尚未完全信任，抱有一定的提防心理。前文已經分析了江

青入延安的動機及與毛澤東結婚的所具備的條件，因而這所謂的『約法三章』就缺乏產生的

前提和可能。況且，毛澤東素有「與天鬥爭，其樂無窮！與人鬥爭，其樂無窮！與人鬥爭，

其樂無窮」的鬥爭意識，可以說，這種意識貫穿他的一生。既然有這種性格，又怎麼能夠容

忍別人無根據地限制自己及其夫人的生活呢？

第二，「約法三章」說與事實不符。建國前的江青並非如「約法三章」內容所說的不能出頭

露面，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實際上，她不僅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而且也參與了一些社會政治

活動。

李敏在《我的父親毛澤東》一書中說：「爸爸娶江青時，45歲，那時江青24歲。婚後不久，

江青從魯藝調到了爸爸的身邊，任軍委檔案秘書。聽爸爸說，他們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

住在三口新窑裏。窑洞在山腳下，砌上了石頭，刷上白灰。窗門是木制的，糊上紙，可透進

光線。門外有一小塊碾過的地，擺著簡單的桌子、石凳。三間房分別為起居室、爸爸書房兼

臥室、江青臥室。地上鋪磚，桌椅是木料的。房子裏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燈。……開始爸爸

和江青過著平常的生活。……江青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爸爸的飲食起居。不久李訥妹妹出生



了，江青幾乎不露面了。……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10年裏，江青沒有甚麼惹人注目的活

動，她只在黨內擔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黑體為筆者所加）29

林克也回憶到：結婚初期，他們的生活是和諧的。江青主要照料毛澤東的飲食起居，擔任家

庭主婦的角色。1940年生了女兒李納，1949年患子宮癌，先後四次去蘇聯治療；……1938年

春節，參加《血祭上海》的演出，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擔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和電影指

導委員會的成員30。

可見，婚後的江青之所以不再那麼活躍，主要是她的角色──照料毛澤東的飲食起居所決

定，同時還有身體因素，但決不是甚麼「約法三章」所限定。直至建國初，江青給人的印象

也是很不錯的。1949年，宋慶齡在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後回上海，毛澤東派江青到車站送行(眾

所周知，那時江青不大在公眾場合露面)。據說，宋慶齡後來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

喜歡」。1956年，宋慶齡在上海宴請印尼總統蘇加諾，江青和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都同席做

陪，「據說她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很表贊賞」。那一天交談中，江要宋勸毛澤東

打領帶、穿西服，因為孫中山常常如此，而且外國人總認為中共官員的穿著太單調。後來如

何，未見記載31。

四、結論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給自入延安至建國前的江青一個評價：這一時期的江青，思想方面能夠

要求上進，具有較堅定的信念和理想；行動方面，能夠參與進步的社會政治活動；生活方

面，與毛澤東結婚後，能夠照料毛澤東的飲食起居，正如李銀橋所說：「當時，她還是革命

隊伍中的一員。」應該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江青也有很多的缺點，李銀橋對此曾進行了歸

納：「她是帶著自身的種種毛病和缺點──『個人主義』、『剝削階級作風』──來到革命

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尾巴沒有割掉』」。應該說，這些缺點對當時的江青而言是不可避

免的，只不過如李銀橋所說，江青「她的虛榮心，愛出風頭，爭強好勝，小心眼兒容不得

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慮自己，不考慮他人；她的脾氣惡劣，反復不定；她的喜歡走極

端，喜歡記仇報復，等等，都在日後有了一定氣候時陸續暴露了出來。」這就不能得到人們

的諒解了。

筆者還想要說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江青采取的這種全盤否定、將她說的一無是處的很多

看法似乎是有失公允的。當然，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江青作為「四人幫」之首在「文化大

革命」期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深深地刺痛了廣大中國人善良的心靈所造成的，是可以理解

的，但卻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作為。歷史的車輪已碾過二十世紀，現在距離「文革」結束已

有28個年頭，距江青去世也已有13個年頭了（江青於1991年5月14日自殺），人們應該能夠以

更多的理智而不是感情來對待那段歷史，對江青的評價也能夠采取較為冷靜、客觀、全面的

態度，從而使得現代的人們瞭解、認識到一個真實的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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